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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派”到“党派”--博林布鲁克与现代政党观的起源  

2009-04-28

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支柱，选举、投票等政治领域的各种竞争性机制和活动，几乎都

是以政党制度为基础的。然而，政党在其起源阶段声名狼藉，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中满是“政党罪恶”
论。可以说，政党是伴随着对它的怀疑和抵制逐步成长起来的。 

  博林布鲁克是18世纪英国第一个在著作中“大旨谈党”的重要人物，虽然在他之前也有政治家、学

者或评论家就党派现象发表评论，但大多只是零星带过，散见于他们的其他言论之中。博林布鲁克的

政党著作则不同，一来政党言论在他这里不再是临时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政治关怀的中心主题之一

（虽然在他的时代“党”还只是“派”），他的《一个爱国君主的观念》以及《党派论》等都是以党派为

主题的著作。第二，他的党派理论不可避免地也包含着情感因素或者可以说是偏见，但它们又不仅仅

是一些政敌间相互攻击的政治小册子，而是在历史研究和现实观察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相对系统的理

论体系；再加上博林布鲁克曲折的政治经历以及他饱含激情、令人炫目的笔调，他的党派观念对后世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非偶然。不仅是在英国，18世纪欧洲大陆和美洲的政治家、学者所持的党派观

念，大都能发现博林布鲁克的影子。直到18世纪晚期，英国政治局面已经发生变化，党派观念也有所

更新的时候，博林布鲁克的党派理论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们甚至可以说，博林布鲁克的文字

不仅记录、而且塑造了萌芽期政党的形象，研究现代政党观念的兴起，博林布鲁克是一个不可绕过的

起点性人物。 

  一、博林布鲁克：光荣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 

博林布鲁克，原名亨利·圣约翰，1678年生于巴特西，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受完教育之后，与当时

的贵族子弟一样，随即赴欧洲大陆游学。1701年他进入议会，并加入托利党。此后，他历经了政治上

的辉煌与失意，被迫离开政坛，回到乡间，投身于学术研究，但他始终没有忘情于政治，创办了攻击

辉格党政府的期刊《手艺人》，他的《党派论》最初就是发表在这上面的。 

“博林布鲁克是‘光荣革命’后成熟起来的第一代… … ‘在这个宪法之下，活着的人中最伟大者诞生

了’。30年后，同样是在这个受到同时代欧洲大陆嫉妒的宪法之下，诞生了他的晚辈以及对手休谟。”
① 

英国“光荣革命”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单独行动，而是各党派包括无党派人士的联合行动，它是各

 

【内容摘要】古典时代以来为千夫所指的"党派"，在英国光荣革命前后已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政治现
实。作为深深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政治人物，博林布鲁克是思想史上对"宗派"和"党派"进行区分、
为"党派"正名的第一人，尽管这一努力并不彻底，但现代政党观念的先河由此开启，为休谟、柏克政
党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党派"也逐渐确立起自身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合法性，最终成长为现代民
主政治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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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妥协和退让的结果，没有一派完全胜利，凌驾于其他派别之上，也没有哪一派别被完全吞没。君主

制的拥护者能够继续拥护君主，新教得到了一个新教君主和领袖，乡村地主的地产得到保护，英国人

为之津津乐道的宪法也得到保护和升华，甚至许多原来詹姆斯二世的宠臣在威廉时期仍然得到重用。

它是一种典型的英国精神，混和各派所长，灌溉出英国“自由”这颗最珍贵的果实。“ ‘光荣革命’是一次

真正的政治妥协”，然而它却被冠以“革命”之名，自有其异常之处，简单地说，“ ‘光荣革命’确认了国教

在英国的地位，重申并恢复了王权与议会之间的古老的平衡关系，确立了下世纪英国政治辩论的话语”
②。博林布鲁克正是在这种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衷心拥护以血统为基础的世袭君主制原

则，甚至在安妮晚期，在已经受到女王青睐和重用的荣耀下，不惜策划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另一方

面，他对英国宪法和自由的热爱，并不亚于他对君主制的热爱。君主是英国民族历史的绵延和象征，

是各阶层、阶级对本民族深厚感情的现实表达对象。但更为重要的，也即英国君主制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君主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专断意志为所欲为。革命之后，宪法和自由的原

则得到重申并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英国引来其他民族嫉妒的独有的骄傲。它是英国人安身和幸福所

系，在宪法的纽带之下，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团结成一个整体的民族，却又享受到各自的自由。对

于英国人而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一个富足却遭到奴役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博林布鲁

克说：“英国人宁可做最后一个自由人而死，也不愿意成为第一个英国奴隶而苟且偷生。”③可以说，

博林布鲁克的《党派论》虽然标题关键词是“党派”，但全文主旨却是宪法和自由。 

  此外，博林布鲁克的学术形象也是典型的英国经验主义的方式：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出一种

审慎的态度，从对历史的频频回顾中获取一种节制的精神。他关于党派的思索也正是从历史和现实斗

争中清理出来的。博林布鲁克尝言，他的论文将从世俗以及教会的角度回溯英国党派的起源。他认

为，1660年之后英国政治的党争存在于英国国教和非国教派之间，原来的圆颅党和骑士党之间的分歧

随着复辟而告结束，而辉格党和托利党要到查理二世后期才出现。“光荣革命”之后，从前的党派又重

新分化组合，“1688年政治谈判带来的脆弱平衡分崩离析，化为党派的碎片”④。此外，“光荣革命”后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也加剧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博林布鲁克更加投入到反对政府的

事业中，以期再次进入政治舞台。1722年辉格党人沃波尔上台之后，加剧了宫廷党和乡村党之间的对

立，博林布鲁克遂发挥所长，充任托利党（当时乡村党主要由托利党和不得势的辉格党组成）的发言

人，成为沃波尔最负盛名的对手。他的《党派论》最主要的意图就是攻击沃波尔政府的腐败和恶行，

并将政府反对派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目标之下。但是，1734年选举使得沃波尔重返政坛，博林布鲁克

的从政希望遭遇重挫，而在反对派的阵营中，他也逐渐边缘化，所以《党派论》的后半部分进入到更

为广阔和宏大的欧洲历史之中，通过与法国、西班牙以及古罗马的历史相比较，从宪政的体系中认识

党派、派别的地位和影响。 

  二、“乡村党”：为了“整体”的“部分” 
  早在1688年之前，英国议会常常分裂为宫廷党和乡村党。宫廷党由国会中有行政职务的官员和王

室政策的其他支持者组成，乡村党则由与王宫或政府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组成。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之

后，退守乡村领地，故而自称“乡村党”。然而，乡村党虽然“处江湖之远”，但政治热情不减，以“爱国

者”自许，并极力表示自己才真正代表民族利益。但事实上，此时的两党并没有长期固定的成员，个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从这个党转向那个党。一个人可能昨天还因为对政府的政策、人事持异议而在乡

间养望，被视为“乡村党”，今天却受到国王的恩赐和召唤，被委以重任，而成为一个地道的“宫廷

党”；同理，一个今天的宫廷党可能明天就会由于种种原因退出政府而成为一个乡村党。如果说当时辉

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分歧可能还会由于原则、信仰以及政策主张上的差异等原因而造成，那么宫廷党

和乡村党之间的分歧则更多取决于他们与政府、国王的距离。 

  “光荣革命”后几十年时间里，宫廷党和乡村党的旧称仍被广泛使用。威廉三世时期（1688-1702年

在位），当托利党人与部分持异议的辉格党人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们自称“新乡村党”。乔治一世

（1714-1727年在位）和乔治二世（1727-1760年在位）时期，他们再次处于反对派的地位，于是干脆

自称“乡村党”。这种情况下，宫廷党几乎完全由辉格党组成，而乡村党则由所有的托利党和部分辉格

党组成。长期的反对派地位，使得乡村党的身份日益尴尬，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氛围之下，反对

政府仍然是非法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组织方式较为原始，资源有限，政府派尚可以利用手中掌

握的大量资源来控制选举，推行自己的主张，而反对派则队伍杂乱，行动不力，无法对政府形成有力



的攻击和挑战。沃波尔的儿子霍拉斯就曾经指出，“政府反对派是一群主张不同、观点各异、离心离

德，又没有任何确定的反政府计划的人们所组成的。”⑤所以，在《党派论》中，博林布鲁克一来正式

为乡村党正名，二来提出明确的原则，以期将乡村党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旗帜之下。 

  博林布鲁克指出，只要宫廷通过操纵其手中的力量，以反对宗派的名义来打击反对派，反对派的

力量就会遭到破坏，此时国家的统一就会遭到瓦解。而这个时候，一个乡村党就会应民族之呼声而产

生。它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原则，而不是特殊的偏见之上，它不会追求超过其应得的东西，更不会

谋求任何人的特殊利益。⑥因此，乡村党产生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内忧外患、民族处于危机之中。“祖国

在危机中”这句后来在法国大革命时流传更为广泛的口号，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动员工具。它是采取“非
常行动”的方便法门，常常是在危机之中人们才能忽略常规和习俗，也正是在危机来临或是面对重大问

题的争论时更容易形成明显不同的阵营。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深深卷入欧洲战争之中，战争期间大量的财政开支也加速了英国的转变。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英国卷入欧洲事务的性质及其程度都成为公共论辩的永恒话题，参与论辩的人都

深谙在这些外在的武功与内政新举措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常备军与公债之间的关系。”⑦战争之前

英国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低税收国家，对欧洲事务一贯奉行孤立主义立场，加入欧洲战争之后，

英国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并迅速建立起全欧洲最为庞大的金融体系和最为有效的公债体系，特别

是在辉格党的领导和参与投资之下，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国债制等近代金融机制，形成一个所谓的“金
融集团”。而在托利党（他们大多是乡村党）看来，乡村地产者才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所在，新体制给他

们带来的收益甚微，却让他们承担国家税收的一半负担。沃波尔上台之后，非但没有填平这个差别，

反而加剧了这种分歧。⑧此外，沃波尔时代正是贿赂成风的时代。他一方面通过拨给王室丰厚的年金

来获取国王的支持和信任；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得到下院多数议员的支持，沃波尔充分利用他掌管政

府财政大权的有利条件收买拉拢议员，当时政府财政部门用于收买议员和选民的款项被称为“秘密活动

经费”，每年用度在4.5万-10万英镑之间，1734年大选时甚至高达117145英镑。⑨而只要反对派稍有抬

头之势，他就给他们扣上“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严重罪名。所以，在博林布鲁克看来，以沃波尔为首的

宫廷党名为“政府之友”，实为“宪法之敌”。他们收买和控制议会的行为对自由的损害比常备军更甚，

“两院中两三百个惟利是图的家伙，是对宪法更为缓慢、但更为致命的损害。” “没有什么奴役比得上议

会奴役更为便捷和有效。通过收买议会，我们返回到那种受制于独夫专断意志的状态，而我们的宪法

也将立时解体。我们虽然有权享受安全和自由，但它们是以议会的独立和自由为基础的，一旦这块基

石动摇，宪法也必将摇摇欲坠。”⑩ 总之，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沃波尔时代的英国政治是“前所未有的

腐败滚滚而来，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不计其数的罪恶和不幸都降临在这个国家的头上”[11]。 

乡村党就是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应运而生的团体，它具有无可指责的美德。首先，乡村党是由热爱

宪法和自由的人组成的。博林布鲁克反复强调，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热爱宪法和自由的人们当团结

起来。其次，它的基础是整个民族。他们是民族心声和期望在特殊个体身上的体现，全民族的正派人

士，只要是热爱并立志维护自由，就会给他们以坚定的支持，而这正是乡村党有别于宫廷党组成的宗

派的地方：人们会因为偶然的激情支持宗派，但是习惯的思维必将使得人们反对他们。[12]第三，乡

村党的行动指南完全是民族和公共利益，这是乡村党的灵魂所在。“任何时候，如果偏见和个人私利竟

然占到上风，那么乡村党就完全丧失了它的灵魂，而它的表面形式也会很快 消失。”[13] 
总之，乡村党是民族的“部分”，然而这个“部分”从来不追求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地位，它的一切皆

是为了全体，而且在达到这一伟大目标之后，它就会自然把自己再次融入全体之中，使任何派别都消

失于无形。“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民族会再次团结起来，而这联合起来的部分将要拯救全部。”[14]
乡村党以其独特的美德超越于一切宗派和党派之上，这样至高至大的道德境界，令凡人望尘莫及。 

  但是事实上，在历史学家的眼里，18世纪“宫廷利益是非常鲜明、非常集中的”，然而乡村党却比

较难以确定，“乡村绅士不偏不倚的独立性是奢华的乡绅才供应得起的一种品质”。而从当时乡村党的

成员素质及其具体实际行为来看，由于不断有人在宫廷和乡村之间转变身份，缺乏明确的党派忠诚和

原则，所以有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乡村党不时出现，却并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乡村党。那么，博林

布鲁克所着力描绘的乡村党形象是不是只有形而上学意义，而他的《党派论》只是一组恶意攻击政府

的文章、一本美化自身派别的政治小册子吗？博林布鲁克在政党认识史上的地位到底如何，这就需要

我们进一步探究“党派”与“宗派”之间的区别了。 



  三、 “宗派”和“党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博林布鲁克个人的著作中，“党派”(party)与“宗派”(faction)一定程

度上是可以互用的（同当时其他作家一样），然而博林布鲁克却以一个18世纪英国学者丰富的现实政

治经验、健全的古典学素养以及见微知著的识辨力，对它们做了敏锐的区分。一般不那么严格地说起

来，在提到宫廷党的时候，他用的是“宗派”一词，而提到乡村党的时候，则更多用“党派”一词。 

从博林布鲁克行文中语言的运用来看，无论是谈到17世纪英国内战、复辟、“光荣革命”及革命后

的宗派斗争，还是回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中的派系斗争，凡是使用“宗派”的地方，其含义都不出“恶意、

恶行、恶果”的范围。例如，在谈到贵族应该在自由政体中发挥作用时他说到，“贵族本应在君主和人

民之间充当缓冲带（防止任何一方的专断意志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以达到政治舞台上的微妙平衡），

然而一旦他们沦为某一个宗派的工具，他们的这一职责就无法实现。”[15] 又如，谈到查理二世复辟

时期的辉格党时，他认为“辉格党正在改变他们党派的性质，而使得宫廷有机会成长为一个党派，更准

确的说是宗派”[16]。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博林布鲁克在“宗派”和“党派”之间作出了某种本质

性的区别，“宗派产生于相互嫉妒和恐惧，这种嫉妒和恐惧又反过来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宗派情绪”
[17]。而党派则产生于正派人士的联合。这种联合不仅仅由于人们的意见一致，更重要的是原则一

致。[18]因为，“同一个社会中的人，如果他们的思想原则不能联合，那么他们的肉体就永远无法联

合，而一旦他们的思想原则联合起来，则其他任何方面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欣然愉快地联合起来。”[19] 
因此，在博林布鲁克的理论中，党派是不同于宗派的。它有其虽然模糊但仍然较为独特的涵义，

归纳起来特点如下： 

  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虽然“意识形态”一词要到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意
识形态”的涵义则要到更晚些时候才出现，这里不妨借用一下。简单地说，这里“意识形态”是指某一社

会阶层、集团对“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20]的系统主张或具体意见。博林布鲁

克反复强调，是原则（而不是激情或偏见）、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一己之私利）将乡村党联系在一

起，乡村党没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它是民族心声的体现。他甚至将公共利益的原则视为乡村党的“灵魂

和精华”所在，一旦背离了这个原则，乡村党也就与任何宗派没有区别了。“爱国主义”精神是纲领、是

旗帜、是行动指南，更是乡村党攻击政府、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武器。它当然不同于今天选举

型政党精心制作的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政治纲领，但我们不妨把这种“理论建设”视为政党在意识形态方

面努力的先驱。 

第二，非暴力性。博林布鲁克所着力塑造的党派形象与此前的各种宗派集团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

其非暴力性，即他们不是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为行动后盾，而是力图通过辩论、说理来说服人们相信

并支持他们。他们不再像内战前的王党和圆颅党那样握有武器，动辄求助于伦敦市民的激烈情绪和暴

力行动。即使是在沃波尔时期反对派最成功的一次反政府活动1733年烟酒税收危机期间，他们也是通

过信件、民谣、书籍和各种小册子来动员民众，而不是通过武装对立的方式来活动。[21]另一方面，

在政府那边也逐渐避免使用暴力。沃波尔虽然经常给他的政敌扣上“詹姆斯二世党人”的罪名，但是他

从来不把暴力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当时“许多托利党人的生命操在他的手里，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权

力杀人害命”[22]。总之，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内战和革命之后，整个民族在暴力的使用这一问题

上基本达成共识，他们虽然仍然不停斗争，有时是为了原则，有时是为了利益，但他们都尽力避免发

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冲突。 

第三，合法理性。在博林布鲁克的《党派论》中，乡村党对政府的攻击不再是政治投机分子的游

击作业，而是尽力在法律和法理的范围内进行。他们用来辩护的武器不仅是抽象的自然权利，而且还

以历史和习俗中形成的传统和惯例对政府进行攻击。但事实上，他们针对的并不是政府权力，而是行

政权力。他们不是对形成此政府的原则和体制攻击，他们甚至以热爱宪法、保护自由自许，而政府之

所以受到攻击，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破坏宪法，即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执行国

家法律、服从人民意志、遵循民族惯例和习俗以及传统方面远远偏离正道，因而使自己成为宪法之

敌。 

  因此，在博林布鲁克的著作中，“党派”即使不是褒义的，至少也常常是中性的，而不像“宗派”那
样完全是贬义的。此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党派论》中，party有时甚至作为“部分”与rank、

division等词通用。例如，谈到萨克逊传统对英国自由和宪法的影响时他说道，“英国自由有两大固若



金汤的支柱，它们组成并责令执行王国内所有的律法… …那些被选为陪审团的民众，他们构成平民的

一个等级（rank），那些拥有武装并能够参加战争（不论他们是在马上作战还是在地面上作战）的乡

绅，他们构成另外一个等级（rank）”。[23]联系到英语中“constitute”作为一个动词正有各种不同因

素组成一个整体的含义，英国宪法（Constitution）正是王国内不同因素、不同阶级、阶层按照一定

的条件和原则团结成一个整体，各司其职，各安其份，各得其所，那么党派（party）作为“部分”，与

现代政党在精神取向上则更添亲缘关系了。可惜，博林布鲁克随即又抵消了他对党派与宗派所做的清

晰精微的分辨：一个按照公共利益原则组成的党派“被称为党是不适合的”，“乡村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回

到没有任何党争的时代”，[24] 峰回路转，党派在这里的意义又几乎与宗派没有任何差异。原因当然

是多方面的。 

  首先，古代以降直至博林布鲁克所处的时代，对政治舞台上派系斗争根深蒂固的痛恨，使得党派

本身极为不光彩，或者可以说，是“宗派”殃及带累了“党派”。无论这个团体、党派承担了多么正义的

事业，它也承当不起“宗派”、“反对派”（opposition）[25]带来的恶名。而且，由于“宗派”名声不佳，

这也会限制他们无法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有效地提取社会资源。因为，当时洁身自好者仍然是耻

于言“党”的。1705年，老皮特的祖父格维诺在给老皮特的父亲罗伯特的信中写道，“假如你到了议会，

要利用各种机会来表明你是一个善良正直的英国人和对国家忠诚不贰的公仆。如你渴望显身议会，应

使自己精通议会惯例和程序，不可陷身于宗派集团，决不能带着偏见进入议会。”[26]所以，从博林布

鲁克的斗争策略来说，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以结党为目标，他的政治理想是“联合所有的力

量来治愈民族的分裂，变偏狭的党争精神为宽厚恢弘的为公精神，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和平，民族的

力量和荣誉才能得到提高和彰显”[27]。所以他才急于要在乡村党和“党争”之间划清界限。 

  第二，博林布鲁克认定，任何党派必然蜕变成宗派，由追求理想开始，蜕变到结党营私，乃是存

在于人之自身的人性使然。即使是一心为公的政党更多也只是一种理想追求。因为“即使在政党完全堕

落为纯派系之前，仍旧是某些人为特定目标及特定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利益，并不是他人的

集体利益。更私密的或个人的利益产生太快，以致无法让他人加入… …这样的政党此时就会变成派系”
[28]。这种悲观的人性论基础，淡化了先前对“宗派”与“党派”所作的区别。 

  即便如此，“宗派”与“党派”的界分无疑已为“党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聚合与发展提供了正当性。更晚

的休谟、柏克等人正是沿着博林布鲁克所开辟的这一条新路，推进了政党观念与理论的深入。从中，

我们看到了时代和观念变化的轨迹、现代政党观念兴起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作

模式--政党政治已经若隐若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门缓缓开启。 

 

注释： 

  ①②③④ 《博林布鲁克政治著作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8页，前言第8页，第

168页，前言第8页。 

  ⑤⑨ [26] 转引自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第81页，

第104页。 

  ⑥⑧⑩[11][12][13][14][15][16][17][18][19][23][24][27][28] David Armitage，

Bolingbroke Political Writings，pp.36-37,Introduction XI, pp.93-94, p.180,pp.39-

40,p.37,p.37,p.140,p.39,p.48,p.4,p.6,p.153,pp.36-37,p.6,p.50.

  ⑦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昆廷·斯金纳《近代英国政治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318页。 

 [20]参见萨拜因、索尔森《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页。 

 [21][22] 温斯顿·邱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第92页。 

  [25] 直至博林布鲁克的时代，词首大写的“Opposition”尚未出现，“opposition”指反对派的反

政府活动，涵义接近“反叛”、“抗拒”等词。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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